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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基于2012~2022年中国30个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采用熵权TOPSIS法、耦合协调度模型及障碍

度模型分析发现：数字经济与能源消费结构转型指数呈现上升趋势并区域差异显著，整体耦合协调度进

入中度协调阶段；但协同效应提升幅度滞后于单一系统发展速度，呈现“协同滞后”特征；主要障碍因

素为数字创新能力、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及非化石能源低碳水平。究其原因，数字经济因缺乏能源

场景的有效需求拉动而陷入技术空转，能源转型因总量约束失位及数字赋能缺位导致“协同滞后”。据

此，提出强化总量约束刚性，提升能源侧承接能力等对策，促进二者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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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30 provincial-level administrative regions in China from 2012 to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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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paper uses the entropy weight TOPSIS method,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model and obsta-
cle degree model to analyze and find that the transformation index of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en-
ergy consumption structure shows an upward trend and significant regional differences, and the 
overall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enters a moderate coordination stage. However, the increase 
of synergistic effect lags behind the development speed of a single system, showing the characteris-
tics of “synergistic lag”; the main obstacle factors are digital innovation ability, digital industriali-
zation, industrial digitization and low carbon level of non-fossil energy. The reason is that the digital 
economy has fallen into technological idleness due to the lack of effective demand for energy sce-
narios, and the energy transformation has led to “synergy lag” due to the loss of total amount con-
straints and the absence of digital empowerment. Based on this, it is proposed to strengthen the 
rigidity of the total amount constraint and improve the capacity of the energy side to promot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two. 

 
Keywords 
Digital Economy, Energy Consumption Structure Transformation, Coupling Coordination, Obstacle 
Factors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随着能源消费结构转型政策力度的不断加强，我国已取得显著转型成效。同时，数字经济的蓬勃发

展为能源消费结构转型提供了新契机。《国家能源局关于加快推进能源数字化智能化发展的若干意见》

中指出，能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支撑，能源产业与数字技术融合发展是新时代推动我国能源产业基

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的重要引擎；对提升能源产业核心竞争力、推动能源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数字经济与能源消费结构转型的深度耦合，既能为数字经济提供发展空间，又能释放数字经济对能源

消费结构转型的驱动效应，促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然而，全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能源消费结构转型

指数均持续攀升，但两系统耦合协调度的提升幅度却显著滞后于子系统各自的发展速度，系统间协同效

应与发展进程不同步，呈现“协同滞后”特征。因此，厘清“协同滞后”的深层成因与关键障碍，对于精

准施策以推动二者协调发展具有重要价值。 
对数字经济与能源消费结构转型的相关研究主要沿以下脉络展开：一是数字经济对能源消费结构转

型的影响研究。部分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提升能源消费强度和效率[1]，优化能源消费结构[2]，
并且政府治理能力[3]、产业结构升级、绿色技术创新是主要传导机制。同时，亦有学者指出环境规制强

度的差异以及政府对数字经济的扶持力度不足会使数字经济对能源消费结构转型的影响呈现非线性特征

[4]。二是能源系统对数字经济的影响研究。一些学者指出能源产业能够带动产业数字化、对数字经济的

发展提供稳定的能源保障[5] [6]。三是数字经济与能源产业耦合协调研究。有些学者关注数字经济与能源

发展或能源系统之间的互动关系，强调二者耦合协调的时空异质性与空间溢出效应[7]。 

综上，探究数字经济与能源消费结构转型耦合协调研究仍有提升和拓展空间。现有研究多集中于数

字经济对能源消费结构转型的单向影响机制，仅个别学者从能源高质量发展或能源产业发展视角，探讨

能源系统对数字经济的反向效应及耦合协调的时空演化。然而，对于“协同滞后”现象的形成原因、核

 
1国家能源局关于加快推进能源数字化智能化发展的若干意见[EB/OL]. (2023-03-28).  
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3-04/02/content_574975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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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障碍的识别逻辑及其破解策略，现有研究仍有较大的补充空间。 
鉴于此，本文利用 2012~2022 年中国 30 个省级行政区(不含西藏和港澳台地区)的面板数据，旨在探

究数字经济与能源消费结构转型的耦合协调关系，识别导致“协同滞后”的关键障碍因素及其深层成因。

与其他同类文献相比，本文提出并验证“协同滞后”特征，突破单一测度耦合水平的静态分析，揭示深

层成因与关键障碍背后的失灵逻辑，弥补现有机制解释的不足，为加速实现碳排放达峰与碳中和目标提

供新的理论视角与经验证据。 

2. 数字经济与能源消费结构转型的耦合机理分析 

数字经济与能源消费结构转型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耦合协调关系。本文基于“技术–结构

–制度”三维分析框架，阐述数字经济与能源消费结构转型的互动机制。数字经济通过技术溢出效应、

网络效应与绿色金融三条路径为能源消费结构转型提供动力；能源消费结构转型则通过拓展应用场景、

稳定能源保障与节约能耗指标三条路径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支持。其耦合协调机理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mechanism diagram of digital economy and energy consumption structure transformation 
图 1. 数字经济与能源消费结构转型的耦合协调机理图 

2.1. 数字经济对能源消费结构转型的作用机理 

数字经济通过技术溢出效应、网络效应、绿色金融机制，从技术、结构、制度方面对能源消费结构

转型提供动力，推动其转型。第一，技术创新驱动能源消费结构转型。数字经济通过技术溢出效应，从

供给、需求、协调方面推动能源消费结构转型。在供给端，数字技术实现能源系统的实时监控与数据分

析，促进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有效并网，提升其在终端能源消费中的比重；在需求端，以自动化

与机器人技术替代传统高耗能设备，推动工业用能从化石能源向清洁电力转型；在协调端，数字技术通

过智能调度系统协调清洁能源供需，提高可再生能源利用效率，减少化石能源消耗[8]。第二，数字经济

依托网络效应变革能源消费方式。网络效应能够提升信息交互效率[9]，减少能源在传输和使用过程中的

资源错配，进而优化能源配置效率，推动能源消费结构向低碳化转型。例如，线上教育、远程办公等数

字化新模式减少了实体出行需求，有效降低了汽柴油等化石能源的消耗；社交媒体等数字平台则使公众

得以参与环境议题讨论，通过对污染企业形成舆论压力，倒逼其调整生产方式与用能结构。第三，数字

经济与绿色金融深度融合，在制度层面构筑起驱动能源消费结构转型的长效机制。依托碳配额质押等工

具及数字信用评估体系，推动碳排放权交易透明化，降低信息不对称，为转型项目提供低成本融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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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并以市场化定价引导资本有序流动。 

2.2. 能源消费结构转型对数字经济发展的作用机理 

能源消费结构转型通过提供丰富的应用场景、稳定的能源保障与节约的能耗指标支持数字经济的发

展。第一，在技术层面，能源消费结构转型所催生的新能源汽车、智能电网等新兴领域，为数字经济发

展提供了丰富的应用场景。这些领域的发展高度依赖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其技术需求反过来

倒逼数字技术实现突破，进而推动数字技术创新与数字经济整体发展[11]。第二，在结构层面，能源消费

结构转型通过增加风电、光伏等可再生能源在电力结构中的占比，扩大清洁电力的供给规模，为数字经

济产业运行提供稳定的能源保障。稳定的清洁能源供应降低能够降低数字产业面临的供电中断等问题，

为数字经济规模化扩张创造条件。第三，在制度层面，能耗指标的节约为数字产业释放发展空间。在“能

耗双控”约束下，能源消费结构转型通过减少对煤炭、石油等高碳能源的依赖，降低传统高耗能产业的

能耗强度，由此释放的稀缺能耗指标得以重新配置给数字产业，进而支撑数字经济的规模化扩张[12]。 

3. 指标构建与研究设计 

3.1.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3.1.1. 数字经济 
数字经济作为未来发展的主要经济形态，有助于推动生产、生活管理方式的深刻变革。文章借鉴已

有研究成果[13] [14]，从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字创新能力 4 个维度出发，并结合

数据可得性构建了如表 1 所示的数字经济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Table 1.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digital economy 
表 1. 数字经济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说明 单位 属性 权重 

数字经济

发展指数 

数字基础

设施 

互联网宽带普及率 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年末常住人口数 % + 0.0645 

互联网宽带接入率 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数/年末常住人口数 % + 0.0645 

长途光缆线长度 长途光缆线长度 公里 + 0.0647 

移动电话设施规模 移动电话交换机容量 万户 + 0.0651 

数字 
产业化 

电信业务总量 直接数据 亿元 + 0.0681 

平均每一营业网点服务人口 行政区域总人口数/营业网点总数 万人 + 0.0651 

有电子商务交易活动的企业数比重 直接数据 % + 0.0643 

软件业务收入 主营业务收入 500 万元以上的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等企业收入 万元 + 0.0707 

产业 
数字化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直接数据 — + 0.0640 

电子商务销售额 直接数据 亿元 + 0.0688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 
技术服务法人单位数 直接数据 个 + 0.0678 

信息软件业就业人员占比 信息传输等服务业城镇单位就业人员/ 
城镇单位就业人员 % + 0.0669 

数字创新

能力 

科技创新投入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R&D 经费 万元 + 0.0681 

专利申请授权量 直接数据 项 + 0.0690 

专利申请受理量 直接数据 项 + 0.0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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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能源消费结构 
中国能源消费结构长期以煤炭为主，但化石能源在环保与能效方面存在劣势。国务院关于印发《2024—

2025 年节能降碳行动方案》的通知明确提出，重点控制化石能源消费，强化碳排放强度管理；加大非化石

能源开发力度 2。意味着能源消费结构的绿色低碳转型已成必然。因此，本文依据国家战略部署，参考已有

研究成果[15] [16]，并考虑数据的可获得性，构建了如表 2 所示的能源消费结构转型评价指标体系。 
总量控制维度包含的能源消费总量为各类能源消费量折算为标准煤的总和；能源消费强度是选择能

源消费总量与实际地区生产总值比值来衡量。碳排放总量为各省级行政区历年表观二氧化碳排放总量；

碳排放强度是以碳排放总量与实际地区生产总值比值来衡量。其中实际地区生产总值采用固定基期法测

算，具体方法为物量指数外推法[17]。以 2012 年为基期，利用地区生产总值指数(上年 = 100)逐年推算实

际地区生产总值，而 2012 年的实际地区生产总值等于当年的名义地区生产总值。 
计算公式为(式中 t 表示年份)： 

 1
GDP

GDP GDP
100t t

t
−= ×

指数
实际 实际  (1) 

 
Table 2.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energy consumption structure transformation 
表 2. 能源消费结构转型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单位 属性 权重 

能源消费结构转型指数 

总量控制 

能源消费总量 万吨 - 0.0236 

能源消费强度 吨/万元 - 0.0323 

碳排放强度 吨/万元 - 0.0115 

碳排放总量 百万吨 - 0.0192 

非化石能源低碳水平 
水、核、太阳能发电量 亿千瓦小时 + 0.3691 

风力发电量 亿千瓦小时 + 0.3428 

化石能源低碳水平 

天然气消费量 亿立方米 + 0.1641 

汽油消费量 万吨 - 0.0063 

煤炭消费量 万吨 - 0.0053 

燃料油消费量 万吨 - 0.0259 

3.2. 研究方法 

3.2.1. 熵权 TOPSIS 法 
熵值法是一种客观赋权方法，它是根据每项指标的观测值所提供信息的大小来确定指标权重，能有

效减少主观因素干扰[18]。本文运用熵值法测算 2012~2022 年中国 30 个省级行政区(不含西藏和港澳台地

区)的数字经济与能源消费结构转型指数。 

3.2.2. 耦合协调度模型 
耦合协调模型是一种用于量化系统间相互作用强度及协同发展水平的分析工具，能够有效评估系统

间的耦合程度和协调发展状态。因此，本文在测度数字经济与能源消费结构转型指数的基础上，借鉴已

 
2国务院关于印发《2024—2025 年节能降碳行动方案》的通知[EB/OL]. (2024-05-23).  
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405/content_695432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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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研究成果[19]，为避免传统耦合协调模型在系统发展水平较低时高估耦合程度的缺陷，采用修正的耦合

协调模型测度二者的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具体计算公式为 

 ( )
2

1 2
1 2 2

k
U UC U U

 +  = ×  
   

   (2) 

 1 2T U Uα β= +     (3) 

  D C T= ×  (4) 

式中：U1、U2 分别为数字经济与能源消费结构转型指数，k 为调节系数，参考已有研究[20]，本文取 k = 
2 以增强区分度。C 为耦合度，用于衡量两系统间的耦合关联强度，取值范围在[0, 1]；耦合协调指数 T 代

表两系统协调发展程度，α、β为待定系数，表示数字经济与能源消费结构转型指数所占的权重，分别取

0.5；D 为耦合协调度，取值范围在[0, 1]，D 值越大表明两系统耦合作用越趋于协调状态。参考已有研究

成果[21]，本研究将耦合协调度划分为 5 个阶段，如表 3 所示。 
 
Table 3. Classification standard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表 3. 耦合协调度等级划分标准 

耦合协调程度 耦合协调度区间(D) 

极度失调阶段 0 < D ≤ 0.2 

低度协调阶段 0.2 < D ≤ 0.4 

中度协调阶段 0.4 < D ≤ 0.6 

高度协调阶段 0.6 < D ≤ 0.8 

极度协调阶段 0.8 < D ≤ 1 

3.2.3. 显著性 t 检验 
在耦合协调度测算基础上，为进一步检验数字经济与能源消费结构转型耦合协调度的提升速度是否

显著滞后于两子系统各自的发展速度，本文构建协同滞后指数并采用配对样本 t 检验进行验证。协同滞

后指数定义为两子系统指数年增长率的均值与耦合协调度年增长率之差，公式如下： 

 1 2SLI
2

t t
t t

U U
D

+
= −   (5) 

U1 和 U2 分别为数字经济指数与能源消费结构转型指数在第 t 个时间区间的年增长率。SLI 为耦合协

调度的年增长率。原假设：SLI > 0，表明协同效应的提升滞后于子系统各自发展；反之快于子系统各自

发展。 

3.2.4. 障碍度模型 
本文借鉴已有研究成果[22]引入障碍度模型，计算数字经济与能源消费结构转型指数指标体系中各

指标障碍度，解构不同指标对耦合协调的影响，障碍度模型如下： 

 1ij ijI X ′= −  (6) 

 

1

100%j ij
j m

j ij
j

F I
h

F I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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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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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 jH h= ∑  (8) 

式中， ijX ′为数字经济与能源消费结构转型指数两系统中各指标的标准值；i 表示省级行政区；j 表示两系

统的各指标；指标偏离度 Iij 指单个因素指标与两系统耦合协调目标之间的差距；因子贡献度 Fj 指单个因

素对两系统耦合协调目标的权重；hj 是单项指标的障碍度，Hj 是分类指标的障碍度；m 为评价指标的总

个数。 

3.3. 数据说明 

鉴于数据可得性，本文选择 2012~2022 年中国 30 个省级行政区(不含西藏和港澳台地区)的面板数据

作为研究样本。数据来源于《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以及各省级行政区统计

年鉴。其中碳排放数据来源于 CEADs 发布的中国省级行政区二氧化碳排放清单(表观排放核算法)；数字

普惠金融指数数据来源于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对于缺失值，运用线性插值法进行了填补。 

4. 实证结果分析 

4.1. 数字经济发展指数 

从时序变化来看，2012~2022 年全国及各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呈持续上升趋势如图 2(a)所示。2012
年全国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均值为 0.115，2022 年上升至 0.309，表明中国数字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不

断提升。从地区差异来看，东部地区整体平均水平显著高于全国整体平均水平。中部、西部、东北地区

相较于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较为缓慢，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明显。从图 2(b)看出，数字经济发展呈现

出“由东向西”递减的空间格局。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指数显著高于其他省级行政区。东部地区凭借

科技创新与应用能力优势，数字经济发展指数领先；欠发达地区则受制于人才短缺与转型困难，发展滞

后，呈现显著的区域不均衡特征。 
 

 
注：图片由 Origin2024 软件绘制所得。 

Figure 2.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index from 2012 to 2022 
图 2. 2012~2022 年数字经济发展指数 

4.2. 能源消费结构转型指数 

从时序变化来看，2012~2022 年全国及各地区能源结构转型指数呈现出持续向好的态势，如图 3(a)所
示。全国指数从 2012 年的 0.155 上升至 2022 年的 0.289，十年间增长了约 86.45%。其中，全国指数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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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至 2021 年间出现一个跳跃式的增长，增幅达约 17.5%，远高于往年的平均增速。这可能与“双碳”目

标的明确提出、政策引导力度的加大以及能源结构调整措施的加速落地密切相关。区域层面，能源消费

结构转型指数呈现显著差异。西部地区处于领先地位，东部地区稳步提升，中部地区与东北地区偏低。

但观察图 3(b)数据可知，东部沿海地区如山东、广东、浙江、福建的能源消费结构转型指数偏高于西部

地区省级行政区。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普遍较高，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占比大，能源强度相对

较低，对高碳能源的依赖程度相对较小，更容易吸引绿色投资和技术创新，从而加速能源消费结构转型

[23]。西部地区依赖自身丰富的清洁能源资源禀赋推动结构优化。此外，西部个别地区及中部地区能源结

构以煤炭为主，产业结构重，清洁替代成本较高等原因导致转型难度较大。东北地区传统工业占比较高，

转型动力不足。 
 

 
注：图片由 Origin2024 软件绘制所得。 

Figure 3. Energy consumption structure transition index from 2012 to 2022 
图 3. 2012~2022 年能源消费结构转型指数 

4.3. 数字经济与能源消费结构转型耦合协调度 

4.3.1. 耦合协调度的时序特征 
2012~2022 年各省级行政区耦合协调度均值居于 0.344~0.525 之间，时序上呈现出稳定增长态势，如

图 4(a)示。2012~2015 年全国耦合协调度均值居于 0.344~0.405 之间，处于低度协调阶段。从 2015 年开始

迈入中度协调阶段，协同发展效应逐步增强。同时，全国耦合协调度均值从 2012 年的 0.344 上升到 2022
年 0.525，增幅约 52.62%。同期，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增幅约 168.53%，能源消费结构转型指数增幅为 86.45%。

耦合协调度增幅显著低于两系统增幅，表明两系统各自快速发展而协同效应提升滞后，存在“协同滞后”

现象。 
为进一步检验该滞后现象的显著性，对两子系统增速均值与耦合协调度增速进行了配对样本 t 检验。

结果显示(表 4)，两子系统增速均值 8.51%，耦合协调度增速均值为 4.33%，平均差值为 4.18 个百分点，

并通过 1%统计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拒绝原假设。这表明两项指标存在显著统计学差异，数字经济与能

源消费结构转型各自的发展速度显著快于二者协同效应的提升速度。 
此外，两系统耦合协调发展呈现出阶段性特征。2012~2020 年处于稳步上升期，年均增长率约 4.71%，

增长稳定且波动小。2020~2022 年处于增速放缓期，年均增长率约 2.78%。特别是 2021 年能源消费结构

转型指数大幅度跃升时耦合协调度增长趋缓，反映转型加速与协同效应提升之间的非同步性。此外，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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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差异显著。东部地区显著高于其他地区，甚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究其原因，我国大数据中心主要集

中于东部地区，为两系统的耦合协调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但东部地区各省级行政区之间仍然存在协同

发展不平衡现象，部分省级行政区的数字经济优势未有效传导至能源系统。 
 
Table 4. Paired sample t-test results 
表 4. 配对样本 t 检验结果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t 值 自由度 p 值(单侧) 95%置信区间 

两系统增速均值 8.51 2.28 12.36 10 <0.001 [3.43, 4.93] 

耦合协调度增速 4.33 1.39     

差值 4.18 1.12     

4.3.2. 耦合协调度的空间格局特征 
从空间格局看，2012~2022 年耦合协调度呈现“东部高、西部低”特征，图 4(b)所示。2012 年多数省

级行政区的耦合协调度在 0.2~0.4 之间，处于低度协调阶段；其中，广东、浙江、江苏、北京等 4 个省级行

政区处于中度协调阶段。到 2022 年，全国各省级行政区均进入中度协调阶段，但已有江苏、浙江、山东、

广东、四川 5 个省级行政区的耦合协调度突破 0.6，进入高度协调阶段。区域间差距扩大，反映出领先地区

在数字经济与能源消费结构转型耦合进程中呈现出显著的“马太效应”，后发地区面临着更大的追赶压力。

湖北、河南、安徽、新疆等 12 个省级行政区的耦合协调度在 11 年间持续提升。尤其是河南省耦合协调度

在 2021 年出现跃升，这与河南省“青海–河南±800 千伏特高压直流工程”等重大工程的推进紧密相关[24]。
宁夏、甘肃、吉林等 10 个省级行政区的耦合协调度长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增长速度缓慢。这可能与能源

消费结构以外部调入为主，数字经济对能源消费结构转型的赋能尚未深度渗透有关。 
 

 
注：图片由 Origin2024 软件绘制所得。 

Figure 4.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between digital economy and energy consumption structure transformation from 2012 to 2022 
图 4. 2012~2022 年数字经济与能源消费结构转型耦合协调度 

4.4. 数字经济与能源消费结构转型耦合协调障碍因素 

利用障碍度模型，测度 2012~2022 年数字经济与能源消费结构转型耦合协调发展的核心障碍因素，

如表 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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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5. Obstacle degree of obstacle factors of digital economy and energy consumption structure transformation 
表 5. 数字经济与能源消费结构转型障碍因子障碍度 

地区 省级行政区 数字基础

设施(%) 
数字产业化

(%) 
产业数字化

(%) 
数字创新 
能力(%) 总量控制(%) 非化石能源 

低碳水平(%) 
化石能源 

低碳水平(%) 

东北地

区 

吉林 7.54 24.15 23.01 25.43 0.32 15.89 3.65 

辽宁 7.18 24.26 22.74 25.68 0.73 15.85 3.55 

黑龙江 6.77 24.51 23.11 25.48 0.48 16.06 3.60 

均值 7.16 24.31 22.96 25.53 0.51 15.93 3.60 

东部地

区 

上海 7.85 24.41 19.38 25.48 0.23 19.18 3.48 

北京 8.51 21.85 16.54 28.68 0.12 21.71 2.60 

天津 7.97 24.15 22.53 24.75 0.30 17.27 3.03 

山东 7.36 24.71 22.63 23.01 1.03 18.22 3.03 

广东 7.14 27.43 21.90 15.78 0.91 23.55 3.29 

江苏 6.55 26.27 25.62 17.65 0.76 21.08 2.07 

河北 6.49 24.94 23.58 25.76 0.82 15.49 2.92 

浙江 6.25 26.10 23.32 21.28 0.51 18.95 3.59 

海南 7.90 23.76 22.73 25.63 0.17 16.49 3.32 

福建 6.79 24.99 23.23 25.15 0.29 15.70 3.86 

均值 7.28 24.86 22.15 23.32 0.51 18.76 3.12 

中部地

区 

安徽 7.46 24.48 22.76 23.95 0.35 17.25 3.75 

山西 7.17 24.59 22.86 25.65 1.22 15.31 3.19 

江西 7.73 24.27 22.71 24.80 0.23 16.43 3.84 

河南 7.12 24.88 23.01 24.84 0.51 16.41 3.22 

湖北 7.72 25.47 22.92 25.39 0.37 14.19 3.94 

湖南 7.42 24.31 23.23 24.77 0.34 15.91 4.03 

均值 7.44 24.67 22.92 24.90 0.50 15.92 3.66 

西部地

区 

云南 7.92 25.16 24.30 27.16 0.37 10.86 4.23 

内蒙古 6.84 25.54 23.84 26.65 1.10 12.50 3.53 

四川 5.66 26.37 25.65 28.18 0.49 11.88 1.76 

宁夏 7.90 23.97 23.10 25.28 1.01 15.16 3.58 

广西 7.04 24.13 23.39 25.93 0.34 15.26 3.91 

新疆 6.94 25.01 24.09 26.47 0.89 14.25 2.36 

甘肃 7.64 24.26 23.71 25.79 0.47 14.48 3.65 

贵州 7.95 23.91 23.33 25.58 0.51 14.93 3.79 

重庆 7.84 24.16 22.75 25.23 0.21 16.91 2.90 

陕西 7.55 23.90 23.07 25.45 0.46 16.68 2.89 

青海 7.74 24.08 23.31 25.70 0.72 15.13 3.33 

均值 7.37 24.59 23.69 26.13 0.60 14.37 3.27 

全国均值 7.33 24.67 22.95 24.89 0.54 16.30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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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数字经济系统看，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字创新能力障碍度依次为 7.33%、

24.08%、22.95%、24.89%，其中数字创新能力障碍度最高，其次是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字基础

设施次之。表明数字技术向产业场景的转化效率与应用成本仍是核心瓶颈，未来应聚焦创新引领，加大

人才、资金和设备投入，提升数字创新水平。地区差异上，西部地区数字创新能力障碍度最高，东北、中

部地区的数字创新能力障碍度高于其他障碍因素。东部地区则呈现数字产业化障碍度高于其他障碍因素

的特征。 
从能源消费结构转型系统看，总量控制、非化石能源低碳水平、化石能源低碳水平障碍度依次为

0.54%、16.30%、3.33%。各地区非化石能源低碳水平障碍度最高，表明非化石能源占比低是制约协同发

展的主要因素。非化石能源发电量虽持续增长，但由于电网消纳能力不足、储能配套欠缺、市场机制不

健全、终端应用场景有限等多重因素制约，其低碳优势难以有效转化为实际的能源消费结构改善。未来

应强化顶层设计，提升消纳能力，拓展终端应用场景，优化区域布局，推进能源消费结构转型。 
从全国整体层次分析，数字经济系统累计障碍度达 79.84%，能源消费结构转型系统仅为 20.16%，制

约二者协调发展的主要矛盾集中于数字经济系统。数字经济系统障碍度高表明其处于快速发展过程，而

能源系统障碍度较低则揭示其演化进程缓慢、结构刚性显著。两系统发展节律的天然错位构成了协同滞

后的深层原因，即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无法有效牵引能源消费结构转型。从传导路径来看，数字创新能

力与非化石能源低碳水平障碍度高表明数字创新供给与能源消费场景需求传导机制之间出现断裂，数字

技术因缺乏有效的能源侧承接机制而无法转化为结构优化的实际成效。进一步地，总量控制障碍度虽低，

但也表明总量约束阈值设定偏于宽松，尚未对能源消费形成实质性倒逼。当前，能源消费总量与化石能

源消费量仍呈逐年递增态势，非化石能源增量供给仅能部分满足新增能源需求，远未形成对存量化石能

源的有效替代。例如，“东数西算”工程启动初期，西北、西南地区分别为 34%和 41%，而华东、华北

和华南地区数据中心上架率约在 65%~68%3，大量算力资源无法得到充分利用。同时，数字技术的调度能

力因缺乏统一的跨系统协同平台而无法有效落地；绿电消纳则面临认定机制不完善、供电稳定性难保障、

交易市场不成熟等困境，数据中心约 70%的电力供应仍依赖煤电 4。技术供给与能源场景之间的传导通道

在制度端与技术端受阻，数字创新成果难以转化为能源结构优化的实际成效。由此，数字经济的发展因

缺乏能源场景的有效需求拉动而陷入技术空转，能源消费结构转型因总量约束失位及数字赋能缺位而始

终徘徊于结构优化的浅层区间，最终呈现出持续的协同滞后态势。 

5. 结论与建议 

5.1. 结论 

本文选择 2012~2022 年中国 30 个省级行政区(不含西藏和港澳台地区)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运用熵

值 TOPSIS 法、耦合协调度模型、障碍度模型对中国 30 个省级行政区(不含西藏和港澳台地区)的数字经

济与能源消费结构转型的耦合协调发展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结论如下： 
第一，2012 年~2022 年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与能源消费结构转型指数均呈现持续上升趋势，但区域差

异显著。 
第二，数字经济与能源消费结构转型的协同发展水平在 2012~2022 年间稳步提升，全国整体水平已

进入中度协调阶段，其中沿海地区已进入高度协调阶段。但二者协调发展呈现出“协同滞后”特征。 
 

3新浪财经. “东数西算”堵点透视[EB/OL]. (2024-01-15).  
https://finance.sina.com.cn/jjxw/2024-01-15/doc-inacrfmz5236510.shtml 
4北极星火力发电网. 7 成左右电力供应来自煤电 数据中心深陷“绿电”困局[EB/OL]. (2021-01-13).  
https://news.bjx.com.cn/html/20210113/112898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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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数字创新能力、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及非化石能源低碳水平是制约两系统协调发展的主

要障碍因素。究其根源，数字创新能力高壁垒、能源响应低弹性与总量稀释效应三重机制层层叠加，导

致数字经济与能源消费结构转型协调发展呈现“协同滞后”特征。 

5.2. 建议 

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第一，强化总量约束刚性，遏制稀释效应。全面落实现行政策中可再生能源消费不纳入总量考核的

规定，统一全国核算标准，激励地方政府以绿电替代而非总量压制推动转型。将数据中心等数字基础设

施纳入绿电消费保障范围，在能耗考核中对绿电部分予以豁免。建立能耗指标跨区域市场化流转机制，

允许东部通过购买西部清洁能源富集区的能耗指标支撑算力扩张，同步促进西部绿电消纳。 
第二，疏通技术传导路径，提升能源侧承接能力。组建数字能源技术创新中心，聚焦新能源出力预

测、数字孪生电网等专用技术，实施政府出资金、企业出场景、机构出技术的联合攻关模式。依托“东数

西算”工程搭建跨区域“算力–电力”协同调度平台，打通电力调度、可再生能源发电与算力需求的数

据壁垒，实现绿电消纳的实时溯源与动态匹配。在高耗能行业推行数字能源管理系统能效准入，将系统

部署与节能审查、用能权交易挂钩，以市场需求牵引数字技术向传统能源场景深度渗透。 
第三，分类施策，破解区域差异化滞后。东部地区重点推动数字企业与可再生发电企业签订长期购

电协议，促进分布式清洁能源直供数字负荷；中西部地区加大新型基础设施投入，支持“东数西算”节

点与清洁能源基地协同布局，形成“绿电 + 算力”产业集群；东北地区聚焦高耗能产业智能化改造，将

节约的能耗指标向数字产业流转配置，依托风、光资源建设“工业余热 + 清洁能源 + 数据中心”综合

能源系统，实现存量优化与增量培育协同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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